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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长人类的健康期望寿命是世界各国疾病负担减轻、生存质量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
志。相对于以往的传统健康指标，健康期望寿命结合了人口预期寿命的量与质，可以更准确、更全面地表达健
康人力资本的内涵。本文利用全球 11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 SYS－GMM 方法，
深入考察健康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实证结果发现，以健康预期寿命为代表的健康人力
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而积极的促进作用，且健康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平均预期寿命对经济

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只有健康的人口才更有创造力和劳动效率，才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健康预期寿命
指标对我国疾病的防控和管理、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将为我国远期的区域卫生资源规划
和长期照护体系的建立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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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研究结论就

是人力资本在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特征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Barro，1994) ［1］。在经典文献中，人
力资本由劳动者的能力、知识和技能构成，是劳动
者质量的反映。而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的因素是多
方面的，其中受教育程度与健康状况是决定劳动

者人力资本拥有量的两个关键因素。接受教育可
以增加劳动者掌握的知识; 拥有健康不但是劳动

者正常工作的保证，而且健康的劳动者工作效率

会更高。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

劳动者的能力越强，人力资本拥有量越高。在以
往相关研究中，衡量健康状况的标准有很多，例

如，以死亡率为基础的预期寿命、以身高及体重为
代表的个体指标、营养摄入以及某种疾病的发病
率等。人口预期寿命( Life Expectancy，LE) 是衡
量健康人力资本的重要变量之一，并且也是宏观

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人口预期寿命作为健
康的替代变量最早由联合国提出，它是衡量一个

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的综合性指标。在过去的几十年，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和医疗技术进步，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持

续下降，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人口预期寿命的迅

速提升。据统计，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 1970
年的 58．4 岁提高到 2015 年的 72．5 岁，提高了近
14岁。①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给国民储蓄、人力资本
投资、社会保障以及经济增长带来重要影响。

人口预期寿命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

术界仍然没有完全定论，这除了与经济发展水平、

初始预期寿命、人口结构等因素相关之外，也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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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使用的变量、数据和方法等因素密不可分。从
代理变量选择来看，尽管预期寿命提高说明健康

状况改善和死亡率下降，但它主要反映的是健康

在死亡( mortality) 维度上的情形，而其他维度的
情形如发病、失能和不适( mobidity、disability and-
discomfort) 等则未充分反映( Evans et al．，1994) 。
用人口预期寿命作为健康替代变量很可能高估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健康水平，因为人口预期寿命长

并不意味着其健康劳动力水平一定高。随着人口
老龄化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人们发现反映

死亡水平的指标( 如人口预期寿命) 并不能完全

反映人们的健康状况，也不能充分反映人们的生

命质量状况，其原因在于，很多国家在平均预期寿

命提高的同时，人们的平均带病期或不健康期也

在延长 ( Kramer，1980 ) ［2］。据调查，从 1970—
1980年的 10 年间，美国男性人口的预期寿命提
高了 3．1岁，女性人口的预期寿命提高了 3 岁; 与
此同时，男性人口的非残障寿命( 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 只提高了 0．7 岁，而女性几乎没
有提高( Crimmins et al．，1989) ［3］。这说明用死亡
率或健康寿命来反映健康状况是远远不够的。活
得长不一定活得健康，在测量生命长度( 数量) 的

同时，还要有一个能够测量生命质量的指标。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2000 年世界卫生

报告》中首次将健康期望寿命作为评价不同国家
或地区居民生存质量和卫生系统绩效的综合指

标。健康期望寿命是新流行病学趋势下的一个新
指标，它考虑了疾病和残疾状况导致的非完全健

康状态，能够把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信息有机融合

为一个整体，从而更有效地考虑生命的质量。延
长人类的健康期望寿命是全球国家疾病负担减

轻、生存质量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健康期望寿命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状况的综合指

标。相对于以往的传统健康指标，健康期望寿命
结合了人力资本的量与质，可以更准确、更全面地
表达健康人力资本的内涵。
本文采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中的代表性指标

“健康预期寿命”衡量健康人力资本，利用全球
11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深入考察健康人力资本
的提高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考虑到不同国

家发展水平差距，健康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

系可能会呈现不同特征。参考世界银行对全球国
家收入水平的划分方法，我们将全球国家划分为高

收入( High Income) 、中等偏上收入( Upper Middle
Income) 、中等收入( Middle income ) 、中低收入
( Lower Middle Income) 和低收入( Low Income) 五
个分样本，以进一步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分组国家的

健康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差异。

二、健康预期寿命

健康预期寿命最早是由 Katz 在 1983 年正式
提出的，其定义为在健康条件下的期望寿命，即假

想的一代人在良好状态下的平均生存年数。为更
好地理解健康预期寿命( HLE) 和平均预期寿命
( LE) 的区别，我们通过下面简单的公式来说明:

LE=A+B ( 1)
HLE=A+f( B) ( 2)
A表示人口在完全健康状况下的生存时间，

B表示人口在不完全健康( 伤残) 状况下的生存
时间，f( B) 是按不完全健康状况权重( 完全健康
的权重为 1) 加权后的 B 生存时间。其中 f( ．) 表
示个体从完全健康状态到死亡状态期间或者说处

于各种不完全健康状况下预期寿命期望值的加

总。假设个体在完全健康状态下赋予的权重值为
1，即 w0 = 1; 在死亡状态下赋予的权重值为 0，即
wm = 0。那么不完全状态 k 下的权重值加总后得

到: f( B) = Σ
k=m

k=0
wk∞0 p

jk
x，tdt，P

jk
x，t是个体在 x 生命阶段

j健康状态下能够活到 x+t 生命阶段 k 健康状态
下的概率。
平均预期寿命( LE) 反映的是按照某一个分

年龄死亡率模式度过一生时人口的平均寿命，它

是完全健康与不完全健康状态下生存时间的加总

( 如公式 1) ; 健康预期寿命( HLE) 是完全健康生
存时间与加权后的不完全健康生存时间的相加

( 如公式 2) 。LE实际上是人口平均寿命，它是以
死亡作为终点，通过回顾性死因统计和其他统计

学方法，计算出特定人群能生存的平均年数。而
HLE是除去残疾和残障后所得到的人类生存曲
线，即个人在良好状态下的平均生存年数。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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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寿命的终点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丧失，即

进入寿终前的依赖期。因此，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是健康预期寿命和寿终前依赖期的总和。虽然平
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都反映了人口的存活

年份，但健康预期寿命排除了那些因残疾、残障而
丧失劳动力的人口因素，更确切地说，健康期望寿

命考虑的是人在健康状态下的预期寿命。健康的
劳动者在体力和精力方面都是充满能量和创造力

的，他们更具有生产能力并拿到更高的工资。特
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疾病和伤残大大降低了

每小时的工资，因为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

来说，其产业结构更依赖于劳动力投入。因此，用
“健康期望寿命”指标来衡量健康人力资本，可以
更准确地解释健康改进是如何通过提高劳动者的

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效率，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经

济增长的。

表 1 1970—2017年全球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人口期望寿命( LE) 和健康期望寿命( HLE)

年 份
全球 高收入 中等偏上收入 中等收入 中低收入 低收入

LE HLE LE HLE LE HLE LE HLE LE HLE LE HLE

1990年 65．1 57．0 75．3 65．9 68．5 61．0 64．1 59．5 59．4 52．0 51．1 46．2

1995年 65．7 57．6 76．2 66．7 69．2 61．0 65．2 60．7 61．0 52．8 51．9 47．7

2000年 66．8 58．6 77．5 67．7 70．8 62．5 66．7 61．8 62．7 53．4 53．6 49．2

2005年 68．4 60．0 78．5 68．5 72．4 63．5 68．3 63．0 64．3 54．9 56．7 51．7

2010年 70．3 61．4 80．0 69．3 73．9 65．1 69．9 64．0 66．2 56．6 60．1 53．4

2015年 72．2 62．7 80．3 69．7 75．1 66．0 71．1 64．8 67．6 58．3 62．5 56．0

2017年 72．3 63．3 80．5 69．7 75．5 66．5 71．5 65．2 68．1 58．9 63．3 56．7

数据来源: GHDx ( Global Health Data Exchange) ，www．healthdata．org

三、理论与实证分析框架

( 一) 理论框架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

径: 一是和物质资本一样，作为直接投入要素促进

经济增长; 二是通过知识积累、技术进步，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前者强调的是人
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后者强调的是人

力资本的外部效应( 溢出效应) 。关于人力资本
的直接效应在经典的增长理论模型中，一般通过

新古典生产函数，把人力资本作为直接投入要素

来考察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Ｒomer，1990 ) ［4］。
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如何通过

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国内外学
者的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证实人力资本有助于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
在教育人力资本方面，认为技术进步速度取决于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潜在技术与实际技术之间的
差距。有关健康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

研究相对较少。世界卫生组织( 2001) 的研究发
现，一个国家疾病负担加重，比如严重缺乏营养、
以疟疾为代表的传染性疾病高发等，会影响到其

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旅游业乃至一些主要基础
设施项目的投资回报率。Cole 和 Neumayer
( 2006) ［5］用营养不良、疟疾和水痘发病率衡量健
康水平，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健康状

况的恶化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本文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基础上，构建一个简

单的理论和实证模型论证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由于人力资本既可以作为生产投入要
素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外部效应促进

经济增长，因此，生产函数表达如下:

Y=A( H，t) F( K，L，H) ( 3)
公式( 3) 中，Y、K、L、H 分别表示总产出、物

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前面
提到，人力资本可以从两个方面促进产出: 一是直

接的投入要素，主要体现在公式( 3) 中的 F( K，L，
H) 项; 另一个是溢出效应，体现在公式( 3) 中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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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 项，它是一个标准的希克斯( Hicks) 中性技
术进步函数，使整个生产函数能够外生移动，表现

为规模报酬递增、不变或递减。按照 Nelson －
Phelps方法，公式( 3) 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Y=A0exp c+gH+mH
ymax－y

y( ) F( K，L，H)
( 4)

公式( 4) 中，A0 表示初始的生产效率; c 表示
外生的技术进步; g表示一个国家 /地区技术进步
中的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系数，gH表示技术创新; y
和 ymax分别表示一个国家 /地区的人均收入和技
术总量最大地区的人均收入; m 表示技术领头国

家 /地区对该国家 /地区的外部效应，mH
ymax－y

y 表

示技术扩散或技术追赶。
前面提到的反映溢出效应的希克斯中性技术

进步函数 A( H，t) 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 TFP 来
获得，由此得到下式:

TFP =
Y

F( K，L，H)
= A0exp c+gH+mH

ymax－y
y( )
( 5)

从公式( 5) 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
人力资本提高带来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
( 二) 计量模型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我们分别构建健康人力

资本与经济增长、健康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
的实证模型，以分别考察健康人力资本的直接效

应和溢出效应。考虑到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调整过程较为缓慢，而且

当前的经济增长或全要素生产率会依赖过去的水

平，为了防止基本计量模型的设定偏误，本文通过

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将其扩展为一个动态

模型。动态模型的优势之一在于，动态面板的估
计方法可以消除一些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偏误，从

而获得这些解释变量系数的一致性估计。具体的
目标估计方程如下:

GDPi，t = c +aGDPi，t－1 +βhlei，t +γedui，t +δcki，t +

θZi，t +μi +εi，t ( 6)
TFPi，t =a+TFPi，t－1 +λhlei，t +φedui，t +κXi，t +πi +

εi，t ( 7)

模型( 6) 表示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为核心
解释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
GDP 为人均国民收入，解释变量包括健康人力资
本 hle、教育人力资本 edu 和物质资本 ck，Z 为一
系列控制变量，c 代表常数项，u 代表个体效应，ε
为残差项，下标 i和 t表示个体和时间，α、β、γ、δ、
θ对应各回归变量的系数项。
模型( 7) 表示以人力资本为核心解释变量的

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是全要素
生产率 TFP，核心解释变量包括健康人力资本 hle
和教育人力资本 edu，X 为控制变量，a 代表常数
项，π代表个体效应，、λ、φ、κ 对应各回归变量
的系数项。
在代理变量的选择上，模型( 6) 的被解释变

量人均 GDP，采用产出视角下的以当前购买力平
价计算的人均实际 GDP 衡量。模型( 7) 的被解
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是指各种要素投入水平在既定条件下所达
到的额外生产效率，它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

一。从计算方法上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
“余值”，即经济增长中不能够被资本、劳动力等
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是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技
术进步或者创新等“难以衡量”的因素带来的效
率提升所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本文的 TFP 数
据是在当前购买力评价基础上计算出来的。
核心解释变量之一，健康人力资本 hle 用健

康人口预期寿命表示，具体含义和计算上文已经

说明; 核心解释变量之二，教育人力资本 edu 用人
力资本指数表示，这一指数建立在接受学校教育

年数和教育回报基础上。
关于控制变量选择，参照相关文献，本文选取

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有重要效应的变量作为控制

变量，主要包含政府消费规模、贸易依存度两个
指标。

csh_g是政府消费占 GDP 的比例，反映政府
消费规模。关于政府消费规模提高能否促进经济
增长一直存在较大分歧。部分学者认为政府消费
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Haosson ＆ Henrekson
( 1994) 、Devereux et al． ( 1996) 认为，政府消费支
出改善了一国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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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Colombier( 2009) 针对 OECD 国家的实证研
究表明，政府规模扩大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稳定

的正相关关系; Ghose ＆ Das( 2013) 对 13 个新兴
经济体国家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消费规模与人均

GDP 之间存在显著正影响。还有相当部分学者
认为，政府消费占 GDP 的比重反映了政府部门对
社会总产值的挤占程度，政府消费相对规模越大，

可用于实际生产和投入的可分配资源减少从而对

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例如，Cameron ( 1982 )
采用 19个国家 1960—1979年的数据得出政府消
费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6］。随后，
Landau( 1983) 扩大了数据样本，采用 49个国家的
数据得出了相同结论; Grier ＆ Tullock( 1989) 利用
113个国家 1951—1980年间的数据，实证研究发
现，3 /4的样本国家政府消费占 GDP 比重与经济
增长率之间显著负相关; 国内学者郭庆旺等

( 2003)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出，减少政府消费
比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7］。本文借鉴以往
相关研究，采用当前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政府消费

占 GDP 的比例来衡量政府消费的规模。
csh_x 是贸易依存度，一定程度上反映贸易

和经济的开放度。通常，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实
际进出口总额相比于其经济规模越大，表明与其

他国家的经济活动往来越频繁，越有利于该国学

习和跟进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对外贸易有助于
推动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问题无论

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中都

得到了大量的证实。例如，Young ( 1991) 的干中
学模型表明，与封闭状态相比，贸易能够提高发达

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Milller ＆ Upadhyay ( 2000) 把
贸易开放和人力资本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要

素，利用 83 个国家的 1960—1989 年平均数据发
现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积极的影
响; Soderbom ＆ Teal( 2003) 的实证也得到了相似
结论; 国内学者包群等( 2003) 测算了贸易开放度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依存度能

较好地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关于对外贸易
依存度的测度，最早采用的是比率法，即用一国对

外货物贸易额占该国 GDP 的比值，但是早期的算
法有一定局限性，比如在跨国实证研究中忽略了

汇率因素。为此，本文在借鉴包群、许和连、赖明
勇( 2003) 的方法基础上，采用经过购买力平价调
整后的贸易依存度作为代理指标。
( 三) 估计方法

对于上述待估计的动态面板模型( 6) 和( 7) ，
为获得有效估计量，本文采用 Arellano ＆ Bover
( 1995) 等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 system general-
ized method of moments，系统 GMM) 方法对上述两
个模型分别进行估计。系统 GMM 方法可以有效
解决内生性问题，同时可以缓解差分 GMM的弱工
具性和有限样本偏差等问题，提高估计效率。为方
便说明，我们将( 6) 和( 7) 改写成如下一般形式:

yi，t = ayi，t－1β
'Xi，t +μi +εi，t ( 8)

其中，yi，t－1为 yi，t的滞后项，Xi，t为( K－1) ×1解

释变量，β '为待估系数向量。系统 GMM 是将差
分方程和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估计。因
此，我们既要估计公式( 8) 的差分模型，还要估计
它的水平模型，一共存在两组矩阵条件。其中，估
计( 8) 式的差分模型的矩条件为: E ( Z'

itΔεi ) = 0，
它包含 md = ( T－2) ［( T－1) +2( K－1) T］/2 个矩

条件。T为样本期，Δεi =［Δεi3，Δεi4，…，ΔεiT］
'为

误差项差分后的向量; Zdi为工具变量矩阵，包括

被解释变量 yi，t的 t－2 期、前期以及解释变量 Xi，t

的第 1至 T期。
估计( 8) 式的水平模型矩条件为 E ( Z'

it εi ) =
0，包含 ml = ( T－2) K 个矩条件。其中 εi =［εi3，

εi4，…，εiT］
'为误差项组成的向量; Zlk为工具变量

矩阵，包括被解释变量差分项 Δyi，t的 t－1期，以及
解释变量差分项 ΔXi，t的当期。
系统 GMM在差分 GMM 的基础上引入水平

方程，减少了估计误差。系统 GMM 包括一步
GMM和两步 GMM 估计。两步 GMM 是在一步
GMM基础上，进一步将 GMM 结果的残差加入到
新的估计中，以建立一个一致的方差、协方差矩
阵，进一步放宽了一步 GMM 中残差需要独立和
同方差的假设，从而可以有效避免变量之间以及

变量和残差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基于上述考虑，
本文采用两步系统 GMM 方法进行模型估计。与
此同时，我们对 GMM 估计结果分别进行了一阶
段自回归 AＲ( 1) 检验、二阶自回归 AＲ( 2) 检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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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gan检验。
自回归检验主要是用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

性。通常，差分后的残差序列不存在显著的二阶
序列相关可以这说明设定的模型是可取的。Sar-
gan检验是用来检验过度识别约束的有效性。在
过度识别约束有效的原假设下，Sargan 统计量服
从( n－k) 个自由度的 χ2分布，其中 n 是工具变量
的秩( rank) ，k是估计系数的个数。
( 四) 变量统计和数据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涵盖全球 118 个国家
1990—2015年间有关健康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变
量。考虑到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下
国家人口健康水平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差异性，

我们在上述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分组标准基础上，

将全球 118个国家划分为三个子样本组，分别是

高收入国家组( 包含 46 个样本) 、中高偏上及高
收入国家组( 包含 78 个国家) 、中等偏下及低收
入国家组( 包含 40 个样本) 。样本数据主要来源
于 GBD(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和最新的宾州
数据表( Penn World Table，PWT9．0) 两大数据库。
其中，有关健康人口预期寿命的数据来自 GBD。
HLE数据每隔 5年发布一次，因此文章样本涵盖
1990、1995、2000、2005、2010 和 2010 六个年份的
数据。其他数据来源于 PWT9．0，并根据研究需要
截取其 1990—2014 年期间的样本。GDP、hle、edu
和 ck指标均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具体各变量
的含义、计算依据和统计性描述见表 2。从表 2中
可以发现，人均 GDP、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存量等经
济指标在 1990—2015 年期间变动很大，这说明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性。

表 2 变量的含义、计算依据和统计性描述

变 量 含义 计算依据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GDP 人均 GDP
以当前购买力水平计算的人

均实际 GDP
708 16118．5 17929．1 447．2 146037．2

ctfp 全要素生产率
以当前购买力平价水平计算

的全要素生产率
546 0．6877 0．2971 0．1277 2．2533

hle 健康人力资本 健康人口预期寿命 708 61．8 7．6 39．3 73．9

edu 教育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指数，来源于接受学

校教育年份及其教育回报率
654 2．4641 0．6994 1．0296 3．7343

ck 物质资本
以当前购买力水平计算的物

质资本存量
708 1771804 5429665 2115．0 6．94e+07

csh_g 政府消费
经过当前购买力平价调整的

政府消费占 GDP 比重
708 0．1922 0．0966 0．0284 0．8673

csh_x 贸易依存度 出口占 GDP 比重 708 0．2653 0．2606 0．0003 2．7789

le 平均预期寿命
完全健康与不完全健康状态

下生存时间的加总
2950 69．4297 9．4748 40．6792 83．5878

DALYs 伤残调整寿命年
包括寿命损失年和伤残寿命

年两部分
2950 10．4765 0．4411 9．7033 11．9427

为了更好揭示健康预期寿命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分别模拟了健康预期寿命和人均国民收入、健
康预期寿命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线性关系，并发现

以健康预期寿命衡量的健康人力资本同人均

GDP 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均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性( 见下页图)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 SYS －GMM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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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15年全球 118 个国家及不同收入分组
国家的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动态面板数据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6。其中，表 3 是
健康预期寿命 HLE 与人均 GDP 的回归结果，以
考察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表 5
是健康预期寿命 HLE 与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回
归结果，以考察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溢出

效应。表 4和表 6是用传统指标———平均预期寿
命 LE替代健康预期寿命 HLE，分别回归 LE 与人

均 GDP、LE 与 TFP，从而进一步比较健康预期寿
命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差异，

表 3 是健康预期寿命与人均 GDP 的回归结
果，各个模型的二阶段自回归检验和 Sargan 检验
均通过，说明模型和工具变量的选择都是合理的。
从核心相关系数看，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

入国家，健康预期寿命对人均 GDP 均表现出积极
的促进作用，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1．18、0．92 和 0．61
( 见表 3) 。

图 健康预期寿命与人均 GDP、健康预期寿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线性拟合图

表 4是用平均预期寿命 LE 作为核心解释变
量，与人均 GDP 的回归结果。除全样本外，其他
三个子样本国家的二阶段自回归检验和 Sargan
检验均通过。三个子样本回归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35、0．10和 0．26，说明以平均预期寿命衡量的健康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积极的促进作用。
和表 3的结果相比较，健康预期寿命与人均 GDP
的相关系数值要明显大于后者的相关系数值。
表 5和表 6 分别是健康预期寿命、平均预期

寿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面板回归结果。健康预期
寿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只体现在高收

入、中等偏上及高收入( 分别为 0．16 和 0．13) ，这
两个子样本中。和表 3、表 4 回归结果比较，一个
共同现象是: 健康预期寿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

关系数值要大于平均预期寿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

相关系数值。

从构成人力资本的另一重要解释变量———教
育人力资本 edu 来看，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
应比较显著，其间接效应更多表现为负值或不相

关。也就是说，教育人力资本主要作为投入要素
进入生产函数，促进经济增长( 如表 3 和表 4 第 3
行的相关系数) 。教育人力资本的间接效应不显
著甚至负相关( 如表 5和表 6第 3行的相关系数)
与变量的选择有一定关系。文中的教育人力资本
是指平均人力资本( 不区分基础教育、中等教育
和高等教育等不同教育程度) 。以往研究中，也
有相关文献发现，从平均人力资本角度衡量的教

育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或者为

负，例如 Vandenbussche et al． ( 2004) 对 OECD 国
家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即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力资本对 TFP 才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人力资本
总体( 平均人力资本)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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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的［8］; Pritchett( 2001) 的跨国实证也显示，全要
素生产率的增长与平均人力资本增长存在显著的

负相关关系。
物质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从表

3和表 4回归结果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都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
控制变量 csh_g 在表 3 ～表 6 的各个回归样

本中均显著为负，这充分说明政府消费比例提高

不利于一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本文的实证结
果进一步证实了郭庆旺等( 2003) 的观点。
控制变量 csh_x 在表 3 ～表 6 的各个回归样

本中均显著为正，这和以往的多数实证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说明以出口比例衡量的外贸依存度提
高有助于推动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促进技术

进步。

表 3 健康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L．lnGDP)

变 量 全部样本 子样本 1_高收入 子样本 2_中等偏上及高收入 子样本 3_中等偏下及低收入

L．lnGDP 0．80＊＊＊ 0．88＊＊＊ 0．72＊＊＊ 0．73＊＊＊

lnhle 0．90＊＊＊ 1．18＊＊＊ 0．92＊＊＊ 0．63＊＊＊

lnedu 0．12 0．29＊＊＊ 0．67＊＊＊ 0．11＊＊＊

lnck 0．07＊＊＊ －0．11＊＊＊ 0．05＊＊＊ 0．13＊＊＊

csh_g －1．65＊＊＊ －1．86＊＊＊ －1．93＊＊＊ －1．33＊＊＊

csh_x 0．21＊＊ 0．05＊＊ 0．37＊＊＊ 0．90＊＊＊

常数项 －2．52＊＊＊ －2．19＊＊＊ 3．39＊＊＊ －1．81＊＊＊

观测值 545 225 350 195

Wald值 13973．3 158713．2 11891．2 12600．1

AＲ( 1) 0．03 0．00 0．00 0．01

AＲ( 2) 0．15 0．49 0．86 0．33

Sargan检验 0．3412 0．4468 0．6159 0．6853

注: L．lnGDP表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 1期; 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的显著性

表 4 平均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L．lnGDP)

变 量 全部样本 子样本 1_高收入 子样本 2_中等偏上及高收入 子样本 3_中等偏下及低收入

L．lnGDP 0．89＊＊＊ 0．88＊＊＊ 0．85＊＊＊ 0．88＊＊＊

lnle 0．43＊＊＊ 0．35* 0．10＊＊＊ 0．26*

lnedu 0．14＊＊＊ 0．10* 0．32＊＊＊ 0．08

lnck 0．01 0．004 0．01＊＊＊ 0．06＊＊＊

csh_g －0．58＊＊＊ －0．57＊＊＊ －0．85＊＊＊ －0．29＊＊＊

csh_x 0．20＊＊＊ 0．12＊＊＊ 0．23＊＊＊ 0．09＊＊＊

常数项 －1．04＊＊＊ －0．32 0．71 －0．76

观测值 2616 1080 1680 936

Wald值 3．76e+06 210621．3 305177．9 44492．5

AＲ( 1) 0．00 0．00 0．00 0．00

AＲ( 2) 0．68 0．13 0．21 0．89

Sargan检验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 L．lnGDP表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 1期; 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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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健康预期寿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L．ctfp)

变 量 全部样本 子样本 1_高收入 子样本 2_中等偏上及高收入 子样本 3_中等偏下及低收入

L．ctfp 0．75＊＊＊ 0．68＊＊＊ 0．73＊＊＊ 0．69＊＊＊

lnhle 0．23＊＊＊ 0．16＊＊＊ 0．13＊＊＊ 0．38＊＊＊

lnedu －0．08* －0．77＊＊＊ －0．13＊＊＊ 0．12＊＊＊

csh_x 0．08＊＊ 0．10＊＊＊ 0．18＊＊＊ 0．75＊＊＊

常数项 －0．76＊＊ 0．58 1．18＊＊＊ －1．63＊＊＊

观测值 455 220 330 235
Wald值 3635．0 594048．1 5183．1 2243．3
AＲ( 1) 0．01 0．01 0．01 0．21
AＲ( 2) 0．29 0．20 0．38 0．82
Sargan检验 0．0788 0．3834 0．3285 0．2177

注: L．ctfp表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 1期; 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的显著性

表 6 平均预期寿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L．ctfp)

变量 全部样本 子样本 1_高收入 子样本 2_中等偏上及高收入 子样本 3_中等偏下及低收入

L．ctfp 0．89＊＊＊ 0．90＊＊＊ 0．89＊＊＊ 0．91＊＊＊

lnle 0．05＊＊＊ 0．10＊＊＊ 0．05＊＊＊ 0．06*

lnedu 0．01 －0．15＊＊ －0．02 0．03
csh_x 0．12＊＊＊ 0．02＊＊＊ 0．10＊＊＊ 0．05＊＊

常数项 －0．19 －0．62 －0．16 －0．24
观测值 2184 1056 1584 600
Wald值 153022．15 45942．72 33106．27 4228．52
AＲ( 1) 0．00 0．02 0．01 0．02
AＲ( 2) 0．09 0．15 0．11 0．43
Sargan检验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 L．ctfp表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 1期; 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的显著性

( 二) 稳健性检验

前文提到，健康预期寿命指标既能衡量生命

的长度，又可以反映出生命的质量。文章实证部
分已经证实，相对于传统的预期寿命指标，以健康

预期寿命衡量的健康人力资本对人均收入水平和

全要素生产率有更显著、更积极的作用。为了进
一步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拟用健康预

期寿命的替代变量———伤残调整寿命年( 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s) 分别回归人均 GDP 和
全要素生产率变量，以比较结果的稳健性。
伤残调整寿命年( DALYs) 是由 Murray 等学

者于 1993年共同研究出的一个相对较新的、比较
疾病伤害与危险因素的疾病负担指标。这一指标
是将健康状态、生存质量( 主要指伤残) 调整和寿
命损失相结合的一种综合测量指标。DALYs 是

一个负向指标，它反映了健康寿命的损失年份，包

括寿命损失年( Years of Life Lost，YLLs) 和伤残寿
命年( 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s) 两部分。
伤残调整寿命年 DALYs 测量的是与“理想”健康
状况或可接受标准相比较的完全健康寿命损失年

数。实证结果显示，DALYs 与经济增长和全要素
生产率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因伤残带来的寿命
损失的下降，有助于促进人均收入水平和生产效

率提高，进而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中的代表性指标

“健康预期寿命”替代传统的“平均预期寿命”变量
来衡量健康人力资本，利用全球 118个国家的面板
数据，深入考察健康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否有助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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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增长。综合上述实证回归结果，本文得出两
点重要结论:一是以健康预期寿命为代表的健康人

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而积极的促进作用，这

种促进作用既体现在其直接效应上，即提高人口健

康预期寿命有助于提高人均产出水平，又体现在其

溢出效应上，即人口健康预期寿命提高也有助于改

进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相对
于传统衡量健康的指标———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
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这恰恰反映
了以健康预期寿命指标来衡量健康人力资本的优

越性。如前所述，平均预期寿命只是以死亡率为衡
量终点，包含了所有活着的健康与不健康的人口数

量，而健康预期寿命恰恰剔除了那些因残疾、残障
而丧失劳动力的人口因素，它能准确反映劳动力人

口的质量。因此，只有健康的人口才更有创造力和
劳动效率，才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从国际经验来看，期望寿命的不断延长并不

意味着健康期望寿命的必然延长。随着医疗技术
的不断提高和进步，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老龄化

人群中，余寿期的失能残障与带病生存期也越来

越长，以致全人群的健康期望寿命不升反降。健
康的改善不仅体现在人口寿命的延长上，还体现

在人们能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上，它是对人们社

会福利的直接度量指标。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我国人口期望寿

命不断提高，同时也伴随着人口学模式、流行病学
模式和伤残模式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人口快速步

入老龄化，主要疾病负担由传染性疾病转向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主要的伤残模式由传统的先天障

碍或身体伤害转变为由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导致

的伤残。据统计，75%的中国人处于亚健康状态，
而亚健康引发的慢性病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头
号杀手”［13］。2016 年国家颁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 2030 年，要基本实现高
血压、糖尿病患者管理干预全覆盖，实现全人群、
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总体癌症 5 年生
存率提高 15%，最终达到 WHO 全球非传染性疾
病所致的过早死亡降低 25%的目标。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
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慢性病防治

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康预期寿命指
标可以更加全面分析致死和非致死疾病所导致的

疾病负担，尤其是慢性病所致疾病负担，对疾病的

防控和管理、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还将为我国远期的区域卫生资源规划和长期

照护体系的建立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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